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和

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郭凯明　王藤桥

　　内容提要　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它

不仅拉动了总需求，而且在供给侧影响了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本文建立

了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展示了基础设施投资从价格效

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渠道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从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

应渠道影响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机制。本文使用上述理论模型量化分析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７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服务业比重上升，但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速。本文建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继续加大基础设

施投资以提高生产率，但为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应当做出调

整，向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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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如图１所示，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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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高达２２２％，高于同期名义 ＧＤＰ增速；除少数年份外，基础

设施投资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大部分年份超过１５％。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整体呈现扩大趋势，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该比重从未低于 ２０％，２０１０年一度达到

２８０％，２０１７年仍高达２７０％。基础设施投资既是中国高速增长阶段要素驱动型增

长模式的典型体现，也是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

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是否还有必要继续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助力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和生产率提高？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设施投资在

需求侧扩大投资需求，而投资和消费的产业来源构成有所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在供给

侧提高了所有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但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有

差异。基于这些特征，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价格效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三个渠道影

响产业结构转型。价格效应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改变了各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而相

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的产业构成；投资效应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投

资率，促使投资中比重高于消费中比重的产业部门扩张；收入效应体现为基础设施投

资提高了总消费和总投资水平，进而改变了消费和投资的产业构成。基础设施投资还

通过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两个渠道影响生产率提高。集约边际效应体现为

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直接提高了每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广延边际效应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了不同劳动生

产率的产业部门在总劳动生产率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模型较好拟合了中国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

势。通过反事实模拟，本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约１０个百分点的服务业比重上

升，但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本文还讨论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

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本文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发展了结构转

型领域的理论研究。当前解释结构转型的主流理论主要研究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需

求偏好的影响（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等，２００１；Ｎｇａｉ和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２００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２００８），近期的研究强调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Ｕｙ等，２０１３；Ｇｕｏ等，２０１７；Ｓｗｉｅｃｋｉ，

２０１７），这些文献没有研究政府的影响。一些文献研究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对结构转型

的影响（Ｂｒａｎｄｔ和Ｚｈｕ，２０１０；盖庆恩等，２０１３；Ｃｈｅｒｅｍｕｋｈｉｎ等，２０１７），市场摩擦可能来

源于政府的政策或制度，这些研究可以间接展示政府的影响。Ｄｅｋｌｅ和 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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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和增速

说明：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２０１２）研究了政府通过税收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结构转型的经济机制，但模型中

政府只是把收入转移给家庭，并没有讨论政府支出在供给侧的直接影响。本文在结构

转型模型中引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如何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影

响结构转型，这是本文对结构转型领域文献的边际贡献。

其次，本文发展了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影响的定量研究。这方面现有的文献主

要是经验研究，普遍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就业和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刘秉镰等，２０１０；张学良，２０１２；周浩和郑筱婷，２０１２；唐东波，２０１５；欧阳艳艳和张光

南，２０１６；廖茂林等，２０１８），但这些研究并不是全国层面的定量分析。金戈（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和胡李鹏等（２０１６）统计了全国层面的基础设施存量，以此进行了增长核算，但

没有量化背后的理论机制。贾俊雪（２０１７）使用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量化研究基础

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他的模型也不是宏观层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本文

使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在全国层面上量化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和生

产率的影响，这是本文对基础设施研究领域的边际贡献。

二　模型框架

模型生产方面分为两个产业部门，用下标 ｊ∈｛０，１｝区分。每个产业部门由一个

代表性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租用私人资本、雇佣劳动生产，生产函数满足：

Ｙｊ＝ＡｊＫβｊＧＫαｊｊＬ
１－αｊ
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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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Ｙｊ表示产出，Ｋｊ和Ｌｊ分别表示私人资本和劳动，参数０＜αｊ＜１为私人资本

产出弹性，１－αｊ为劳动产出弹性。ＡｊＫβｊＧ衡量了全要素生产率，其中，Ａｊ为技术参数，
ＫＧ为基础设施存量。这一设定借鉴了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的研究，体现了基础设施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ＫＧ没有下标 ｊ，说明基础设施可以为两个产业部门所共用，体现
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特征。参数βｊ＞０衡量了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在两个产业部门可以存在差别。用Ｐｊ、ｒ和Ｗｊ表示产品价格、私人资本租金和劳动工

资。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得到：

αｊＰｊＹｊ＝ｒＫｊ （２）

（１－αｊ）ＰｊＹｊ＝ＷｊＬｊ （３）

　　其中，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工资可以不同，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

记ｋｊ＝Ｋｊ／Ｌｊ为产业部门劳均资本。由（２）和（３）式，可得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相

对价格为：

Ｐ１
Ｐ０
＝
α０Ａ０ｋα０

－１
０

α１Ａ１ｋα１
－１

１
Ｋβ０－β１Ｇ （４）

　　模型需求方面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消费需求结构由一个代表性消

费 者 刻 画，其 效 用 函 数 采 用 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 型 的 ＣＥＳ 偏 好，效 用 为

ω
１
ε
０（Ｃ０＋珔Ｃ）

ε－１
ε ＋ω

１
ε
１Ｃ

ε－１
ε[ ]１

ε
ε－１。其中，Ｃ０和 Ｃ１分别表示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品用于消

费的产品数量。参数０＜ωｊ＜１为常数，且ω０＋ω１＝１；参数 ε＞０为常数，衡量效用函

数中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非位似项 珔Ｃ≠０为常数，这一设定使得两个产业

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体现了偏好的非位似性。

求解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消费的产业构成：

Ｐ０Ｃ０
Ｐ０Ｃ０＋Ｐ１Ｃ１

＝
ω０Ｐ

１－ε
０

ω０Ｐ
１－ε
０ ＋ω１Ｐ

１－ε
１
１＋

Ｐ０珔Ｃ
Ｐ０Ｃ０＋Ｐ１Ｃ

( )
１

－
Ｐ０珔Ｃ

Ｐ０Ｃ０＋Ｐ１Ｃ１
（５）

Ｐ１Ｃ１
Ｐ０Ｃ０＋Ｐ１Ｃ１

＝
ω１Ｐ

１－ε
１

ω０Ｐ
１－ε
０ ＋ω１Ｐ

１－ε
１
１＋

Ｐ０珔Ｃ
Ｐ０Ｃ０＋Ｐ１Ｃ

( )
１

（６）

　　投资需求结构由投资品生产部门刻画，该生产部门由一个代表性企业在完全竞争

的市场下购买两部门产品作为投入品来生产投资品。借鉴颜色等（２０１８）的设定，假

定生产函数满足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型的ＣＥＳ技术：

Ｉ＝［θ
１
ρ
０（Ｉ０＋珋Ｉ）

ρ－１
ρ ＋θ

１
ρ
１Ｉ
ρ－１
ρ
１ ］

ρ
ρ－１ （７）

　　其中，Ｉ表示投资品数量。参数０＜θｊ＜１为常数，且 θ０＋θ１＝１；参数 ρ＞０为常

数，代表两个产业部门产品在生产投资品时的替代弹性。非位似项珋Ｉ为常数，如果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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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则两个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产出弹性存在差异。

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投资的产业构成和投资品价格：

Ｐ０Ｉ０
Ｐ０Ｉ０＋Ｐ１Ｉ１

＝
θ０Ｐ

１－ρ
０

θ０Ｐ
１－ρ
０ ＋θ１Ｐ

１－ρ
１
１＋

Ｐ０Ｉ
－

Ｐ０Ｉ０＋Ｐ１Ｉ
( )

１

－
Ｐ０珋Ｉ

Ｐ０Ｉ０＋Ｐ１Ｉ１
（８）

Ｐ１Ｉ１
Ｐ０Ｉ０＋Ｐ１Ｉ１

＝
θ１Ｐ

１－ρ
１

θ０Ｐ
１－ρ
０ ＋θ１Ｐ

１－ρ
１
１＋

Ｐ０珋Ｉ
Ｐ０Ｉ０＋Ｐ１Ｉ

( )
１

（９）

ＰＩ＝［θ０Ｐ
１－ρ
０ ＋θ１Ｐ

１－ρ
１ ］

１
１－ρ （１０）

　　其中，ＰＩ为投资品价格。投资品分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ＩＧ和私人投资ＩＰ：

Ｉ＝ＩＧ＋ＩＰ （１１）

　　两个产业部门使用的私人资本之和与劳动之和分别等于私人资本存量与劳动总

量：

Ｋ０＋Ｋ１ ＝ＫＰ （１２）

Ｌ０＋Ｌ１ ＝Ｌ （１３）

　　其中，ＫＰ和Ｌ分别表示私人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每个产业部门的产品分别用

于消费和投资：

Ｙｊ＝Ｃｊ＋Ｉｊ （１４）

　　私人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分别用于积累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存量，即：

Ｋ′Ｐ＝（１－δＰ）ＫＰ＋ＩＰ （１５）

Ｋ′Ｇ＝（１－δＧ）ＫＧ＋ＩＧ （１６）

　　其中，δＰ和δＧ分别代表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折旧率，Ｋ′Ｐ和 Ｋ′Ｇ分别表示下一期

的私人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存量①。

三　理论分析

（一）模型求解

本文使用产业部门１的产出和就业比重的变化来衡量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利用

（６）（９）和（１４）式，可以得到产业部门１的产出比重φ为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与

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的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消费率和投资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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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模型中投资率是外生的，这是发展核算研究的通用做法。这一方法通常将资本作为外生变量，使用

相关数据直接进行核算，详见Ｈｓｉｅｈ和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１０）的研究。



φ＝
Ｐ１Ｙ１

Ｐ０Ｙ０＋Ｐ１Ｙ１
＝（１－ｓ）

（１＋ＺＣ）ΦＣ
（１＋ＺＣ）ΦＣ ＋１

＋ｓ
（１＋ＺＩ）ΦＩ
（１＋ＺＩ）ΦＩ＋１

（１７）

　　其中，ｓ表示投资率，即：

ｓ＝
Ｐ０Ｉ０＋Ｐ１Ｉ１
Ｐ０Ｙ０＋Ｐ１Ｙ１

（１８）

　　ＺＣ和ＺＩ分别表示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非位似项的相对大小，满足下

式：

ＺＣ ＝珔Ｃ／Ｃ０ （１９）
ＺＩ＝珋Ｉ／Ｉ０ （２０）

　　ΦＣ和ΦＩ分别捕捉了相对价格因素对消费和投资的产业构成的影响，满足：

ΦＣ ＝
ω１
ω０
Ｐ１
Ｐ( )
０

１－ε

＝
ω１
ω０
α０
α( )
１

１－ε Ａ０
Ａ( )
１

１－ε

Ｋ（β０－β１）（１－ε）Ｇ
ｋ１－α１１

ｋ１－α０( )
０

１－ε

（２１）

ΦＩ＝
θ１
θ０
Ｐ１
Ｐ( )
０

１－ρ

＝
θ１
θ０
α０
α( )
１

１－ρ Ａ０
Ａ( )
１

１－ρ

Ｋ（β０－β１）（１－ρ）Ｇ
ｋ１－α１１

ｋ１－α０( )
０

１－ρ

（２２）

　　利用（３）和（１７）式，可以得到产业部门１的就业比重满足：

＝
Ｌ１

Ｌ０＋Ｌ１
＝

（１－α１）ξφ
（１－α０）（１－φ）＋（１－α１）ξφ

（２３）

　　其中，ξ＝Ｗ０／Ｗ１为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工资之比。

总劳动生产率γ为两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以就业比重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即：

γ＝ｙ０（１－）＋ｙ１ （２４）

　　其中，ｙｊ＝ＡｊＫ
βｊ
Ｇｋ
αｊ
ｊ为产业部门ｊ的劳动生产率。

由（２３）式知，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产业部门产出比重的影响方向与对就业比重

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因此下文只需关注（１７）式决定的产出比重如何受基础设施投

资的影响。

（二）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根据（１７）式，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价格效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产业结

构转型。首先，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价格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

提高了基础设施水平，而基础设施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不同，基

础设施水平提高将改变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变化将会影响消费和

投资的产业构成。在（１７）式中，价格效应影响了ΦＣ和ΦＩ。

具体的，如果基础设施对产业部门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对产业部门０的影

响，那么产业部门１的全要素生产率将相对更快的提高，导致产业部门１的产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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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无论消费者还是投资品生产企业，都会用相对价格更低的产业部门１的产

品去替代产业部门０的产品。如果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较低，即产业部门１

的产品很难替代产业部门０的产品，那么产业部门１的产品的需求数量虽然会上升，

但上升幅度不大。于是相对价格的下降将起到主导作用，从而降低产业部门１的总支

出的比重。如果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较高，即产业部门１的产品可以很大程

度上替代产业部门０的产品，那么对产业部门１的产品的需求数量就会大幅上升，拉

动产业部门１的支出比重上升。反之，如果基础设施对产业部门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更大，上述影响方向就相反。

这一机制的影响由（２１）和（２２）式体现。可以看出，如果β０＜β１，即基础设施更大幅

度提升了产业部门１的全要素生产率，那么ΦＣ／ＫＧ＜０ε＜１，且ΦＩ／ＫＧ＜０ρ＜１。

当产业部门产品在消费中的替代弹性ε小于１时，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将降低消费中产

业部门１的比重；反之亦然。当产业部门产品在投资中的替代弹性 ρ小于１时，基础

设施水平提高将降低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反之亦然。如果 β０＞β１，那么上述影

响方向就相反。需要指出的是，当两个产业部门产品在消费和投资中的替代弹性一个

大于１，一个小于１时，基础设施投资的价格效应会对消费和投资的产业构成产生方

向相反的影响，此时综合影响方向不确定。只有当两个产业部门产品在消费和投资中

的替代弹性都大于１或者都小于１时，基础设施投资的价格效应方向才是明确的。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提高

了投资率，促使投资中比重高于消费中比重的产业部门扩张。在（１７）式中，投资效应

影响了ｓ。具体的，产业部门１的产出比重为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与投资中产业

部门１的比重的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消费率和投资率。如果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比

重大于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投资率以后，投资中产业

部门１的比重的权重相应提高，于是产业部门１的产出比重就会提高。反之，如果投

资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小于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上述影响方向就相反。

这一机制的影响由（１７）式体现。可以看到，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与投资中产

业部门１的比重分别为（１＋ＺＣ）ΦＣ／［（１＋ＺＣ）ΦＣ＋１］和（１＋ＺＩ）ΦＩ／［（１＋ＺＩ）ΦＩ＋１］，

且φ／ｓ＜０（１＋ＺＣ）ΦＣ＞（１＋ＺＩ）ΦＩ。当（１＋ＺＣ）ΦＣ＞（１＋ＺＩ）ΦＩ，即投资中产业

部门１的比重小于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时，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投资率ｓ提高会

降低产业部门１的产出比重，反之亦然。需要指出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产生投资

效应的前提是投资和消费的产业构成存在差别，如果二者不存在差别，投资效应就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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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收入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体现为基础设施投资提高

了基础设施水平，进而促进了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导致总消费和总投资水平提

高。由于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和投资需求产出弹性均存在差别，消

费和投资的产业构成就会分别随着总消费和总投资水平的提高而变化，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在（１７）式中，收入效应影响了 ＺＣ和 ＺＩ。具体的，如果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需

求收入弹性大于产业部门０，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总消费水平后，虽然产业部门１

和产业部门０的产品需求均会上升，但产业部门１的产品需求会上升得更快，导致产

业部门１的产品的消费支出比重提高。反之亦然。类似的，如果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

需求产出弹性大于产业部门０，那么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总投资水平后，就会导致产

业部门１的产品在投资中的比重提高。反之亦然。

这一机制的影响由（１９）和（２０）式体现。可以看出，ＺＣ／Ｃ０＞０珔Ｃ＜０，且ＺＩ／
Ｉ０＞０珋Ｉ＜０。当 珔Ｃ＜０时，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产业部门０，此时随

着Ｃ０的提高，ＺＣ也会提高，导致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上升。反之，当 珔Ｃ＞０时，随

着Ｃ０的提高，消费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下降。当珋Ｉ＜０时，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需求

产出弹性高于产业部门０，此时随着Ｉ０的提高，ＺＩ也会提高，导致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

比重上升。反之，当珋Ｉ＞０时，随着Ｉ０的提高，投资中产业部门１的比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总消费和总投资水平提高后，消费和投

资在产业部门０的产品数量 Ｃ０和 Ｉ０也可能下降，但现实数据中并没有观察到这一

现象。随着总产出提高，所有产业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实际量都会上升，只是比重有

所变化而已。因此，上述分析中直接考虑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Ｃ０和Ｉ０的情形。

（三）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根据（２４）式，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影响每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重，进

而影响总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基础设施水平，直接提高了每个

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这被称为集约边际效应；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改变了每个

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即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在总劳动生产率中的权重，这被称为广延

边际效应。基础设施投资的广延边际效应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如果基

础设施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就业比重扩大，那么总劳动生产率就

会提升，反之亦然。

这两个机制的影响可以由（２４）式体现。由（２４）式易知，γ／ｙｊ＞０，且γ／＞０
ｙ１＞ｙ０。可以看到，由于ｙｊ／ＫＧ＞０，基础设施投资的集约边际效应提高了总劳动生产

率。并且，基础设施投资的集约边际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对产业部门０的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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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ｙ０和对产业部门１劳动生产率ｙ１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广延边际效应影响方向

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如果ｙ１＞ｙ０，即产业部门１劳动生产率大于产业部门０，

那么产业部门１的就业比重上升，将提高总劳动生产率；反之亦然。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集约边际效应直接提高了总劳动生产率，但是影

响大小取决于两个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基础设施对其劳动生产率影响相对较大的

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越高，基础设施投资的集约边际效应也越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广

延边际效应依赖于产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如果不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相等，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就不会通过结构转型的渠道影响总劳动生产率。因此，这

两种效应都受产业结构转型影响。

四　定量分析

（一）参数校准和估计

本部分将理论模型中产业部门１和产业部门０分别对应于服务业和工农业，进行

定量分析，其中工农业为第一和第二产业之和。为估计产业部门生产函数的参数，首

先需要构造产业部门的私人资本、劳动、实际产出和基础设施的数据，数据的时间跨度

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名义增加值和增加值指数。用每个产

业名义增加值与１９８１年名义增加值之比，除以每个产业增加值指数与１９８１年增加值

指数之比，可以得到每个产业的价格水平，其中１９８１年价格被标准化为１。再用每个

产业名义增加值除以价格，可以得到每个产业实际增加值。把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名义

增加值之和与实际增加值之和分别作为工农业的名义产出与实际产出，把第三产业的

名义增加值与实际增加值分别作为服务业的名义产出与实际产出。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但数据统计口径调整导致

１９９０年比１９８９年就业总量大幅提高，Ｈｏｌｚ（２００６）调整了１９９０年之前的就业数据。因

此，本文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就业数据来自Ｈｏｌｚ（２００６）的研究，１９９０年及以后就业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把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加总作为工农业就业人数，把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作为服务业就业人数。

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投资，这一数据既包括了基础设施投

资，也包括了私人投资，需要进一步把资本形成总额分解为这两类投资。为此，需要使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将“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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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一比重乘以资本形成总

额后得到基础设施投资①。用资本形成总额减去基础设施投资，就可以得到私人投

资。用名义投资除以投资价格得到实际投资。其中，投资价格由两个产业部门价格根

据（１０）式计算得到。基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投资数据，取每年的折旧率为１０％，采

用永续盘存法分别计算得到基础设施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

两个产业部门生产函数中的参数α０和α１均取值０５，即产业内私人资本收入份
额和劳动收入份额均为５０％（下文还会对其进行敏感性分析）。之后根据（２）式将总

私人资本分到两个产业部门，得到两个产业部门的私人资本。把两个产业部门的实际

产出、私人资本和劳动数据代入到生产函数（１）式，即可计算得到历年每个产业部门

的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Ｗｕ等（２０１９）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大致在００５－０１５之

间。金戈（２０１６）的估计发现中国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０１左右。因此，本文取工农
业的产出弹性β０为００５。之后，把服务业与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比的对数值对基
础设施存量的对数值进行线性最小二乘回归，基础设施存量对数值的估计系数即为

β１与β０之差的估计值，这一估计结果为００９４，意味着基础设施对服务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大于对工农业的影响。

为了估计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的参数，还需构造总消费、总投资、消费

的产业构成和投资的产业构成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率数据乘以ＧＤＰ得

到总消费，用总ＧＤＰ减去总消费得到总投资，总消费和总投资均为名义量②。

从增加值角度衡量的消费的产业构成和投资的产业构成，并没有直接的统计数

据。本文采用颜色等（２０１８）的方法，使用中国产业生产率数据库（ＣＩＰ）给出的中国

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将消费和投资分解到两个产业部门。

由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在两个数据来源重合的年份，选用最新的

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结果。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中服务比重显著高于投资中服务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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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两个行业，但多数研究还加入了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中基础设施投资数

据还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但这两个行业的数据分别在２００３和
２０１２年以后才开始纳入统计。

本文采用封闭经济模型，为匹配数据，定量模拟时忽略了净出口。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规模较大，但净

出口占ＧＤＰ比重并不高，除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外该比重均在５％以下，因此这种方法不会造成较大误差。



使用消费和投资中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和工农业价格、总名义消费和总名义投资

数据，借鉴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等（２０１３）的估计方法，分别对（６）和（９）式进行可行广义最小二

乘非线性估计。估计结果表明，模型预测值非常接近现实数据，除了少数年份外，绝大

多数年份中二者的差距小于３个百分点。因此，模型中关于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

函数的设定基本可以捕捉消费和投资中服务比重上升的趋势。

消费效用函数中产业部门产品替代弹性为００２７，接近于０，说明两个产业部门产

品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这与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等（２０１３）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投资生产函数

中产业部门产品替代弹性为０７６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大于０。这一估计值虽然高

于效用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但仍然较低。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的非位似项

珔Ｃ和珋Ｉ均小于０，并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农业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和投资需

求产出弹性均低于服务业。在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决定两个产业部门产

品的权重参数ωｊ和θｊ也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大小也均符合预期。表１给出了模

型所有参数取值。

表１ 模型参数取值

产业部门 参数 β０ β１ α０ α１

生产函数 取值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４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消费 参数 ω０ ω１ ε 珔Ｃ

效用函数 取值 ０６１８ ０３８２ ００２７ －１１４３

投资 参数 θ０ θ１ ρ 珋Ｉ

生产函数 取值 ０７２２ ０２７８ ０７６０ －９２７

（二）基准模型结果

基于表１的参数取值，下面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首先构造外生变量序列。具体

的，基于估计的Ｃ
－
和Ｉ

－
及数据中工农业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值，利用（１９）和（２０）式计算得

到ＺＣ和ＺＩ。用两个产业部门的私人资本除以就业人数，计算得到 ｋｊ。利用（１）式直

接计算得到Ａｊ，进而计算出数据中 Ａ０／Ａ１的增长率。校准模型中１９８１年 Ａ０／Ａ１的取

值，使得１９８１年服务业比重的模型预测值与数据完全相等。之后，利用每一年数据中

Ａ０／Ａ１的增长率和校准得到的１９８１年Ａ０／Ａ１的取值，构造出Ａ０／Ａ１序列。利用两个产

业部门的名义增加值和就业数据，通过（３）式可以直接计算名义工资，之后即可构造

出劳动工资之比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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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产业结构转型与生产率提高的

　　数值模拟结果

说明：劳动生产率的现实数据与基准

模型模拟结果高度重合。

利用已经构造的外生变量序列，使用（１７）

和（２３）式分别计算出服务业产出比重和就业比

重，使用（２４）式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将此时模

型预测的结果称为基准模型结果。图２对比了

基准模型结果与现实数据中的服务业比重和劳

动生产率，表２汇报了相关定量分析结果。

由图２和表２，无论从服务业的产出比重还

是就业比重来看，模型都较好的拟合了服务业

的增长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基准模型

结果与现实数据的误差达到５个百分点左右，

其余时期误差均小于４个百分点。基准模型结

果中，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服务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

重分别上升了２６９个和２９４个百分点，而现实

数据中分别上升了２８９个和３１３个百分点，说

明模型分别解释了服务业产出比重的 ９３１％

（即２６９／２８９）和就业比重的９３９％（即２９４／

３１３）。此外，从消费和投资中的服务比重看，

模型也较好的拟合了消费和投资内部的产业结

构转型过程。基准模型结果中，消费和投资中

的服务比重分别上升了３６２个和２０３个百分

点，而现实数据中分别上升了３３６个和２００个

百分点，基准模型结果与现实数据非常接近。

从劳动生产率看，模型也较好的拟合了生

产率的提高过程。基准模型结果中，１９８１－２０１７

年总劳动生产率增长了２００５倍，而现实数据中

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１９７９倍，二者非常接近。

在所有年份中，基准模型结果和现实数据中总劳

动生产率之间的误差均低于１９８１年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此外，基准模型中投资回

报率也在合理范围内，与Ｂａｉ等（２００６）、白重恩和张琼（２０１４）的估计结果类似。

（三）反事实模拟

下面通过反事实模拟评估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模拟过程如下：将历年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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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量固定在１９８１年水平，即假设基础设施投资仅用于弥补折旧，以此计算出历年的

基础设施投资额和投资率。之后使用（１）式计算工农业的实际产出，并按照数据中的

比例把工农业实际产出分解为工农业实际消费和工农业实际投资，从而计算出历年消

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非位似项的相对大小。按照基准模型的计算过程，得到

此时的服务业比重和劳动生产率，相关结果见图２和表２。其中，反事实模拟结果与

基准模型结果之差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表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的模型与数据对比

服务业

产出比重变化

服务业

就业比重变化

消费中服务业

比重变化

投资中服务业

比重变化

劳动生产率

变化

现实数据 ２８９ ３１３ ３３６ ２００ １９７９

基准模型 ２６９ ２９４ ３６２ ２０３ ２００５

基础设施恒定 ３６９ ３９５ ４４８ ２２４ １２９４

　　说明：服务业比重变化为２０１７年比重百分比与１９８１年比重百分比之差，劳动生产率变化表示
２０１７年劳动生产率比１９８１年增长了多少倍，表５同。

首先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由图２和表２可知，反事实模拟

下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都更大幅度的提高，到２０１７年二者分别达到了５９９％

和５３３％，比基准模型结果分别高１０３个和１０３个百分点。因此，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中

国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服务业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考虑到同期服务业产出

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２６９个和 ２９４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分别抑制了

２７７％（即１０３／（１０３＋２６９））的服务业产出比重上升和２５９％（即１０３／（１０３＋

２９４））的就业比重上升，影响非常显著。

从消费中和投资中的服务比重上看，反事实模拟下二者分别上升了 ４４８个和

２２４个百分点。与基准模型结果对比，可知基础设施投资分别降低了消费中和投资

中的服务比重８６个和２２个百分点，对消费的产业构成影响高于投资。这是因为消

费中服务业和工农业产品的替代弹性接近于０，低于投资中服务业和工农业产品的替

代弹性，于是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价格效应将显著影响消费的产业构成。

本文进一步分解出价格效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影响①。图３给出了历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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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解过程如下：首先，使用现实数据计算消费效用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非位似项的相对大小，重新进

行模拟，此时与反事实模拟的差别就反映了收入效应的影响；其次，投资率取现实数据，重新进行模拟，此时与反

事实模拟的差别反映了投资效应的影响；最后，把总效应减去收入效应和投资效应就可以得到价格效应。



个效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无论是用服务业产出比重还是用就业比重来衡量，基

础设施投资的收入效应、投资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变化趋势都是类似的。收入效应提高

了服务业比重，影响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趋势。这是因为，服务在消费中

的需求收入弹性和在投资中的需求产出弹性均大于工农业产品，于是基础设施投资导

致总消费和总投资上升，将更大幅度促进消费中和投资中对服务的需求，进而提高服

务业比重。伴随着总消费和总投资上升，消费效应函数和投资生产函数中的非位似项

相对减小，于是收入效应的边际影响会逐渐减弱。与投资效应和价格效应相比，收入

效应的影响非常有限。

图３　基础设施投资影响服务业比重的效应

投资效应和价格效应均降低了服务业比重，价格效应的影响程度略高于投资效

应。虽然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出现了短期经济冲击，投资效应有所波动，但整体上投资

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程度均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一方面，由于投资中服务比重低于

消费，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投资率，将使得服务比重更高的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下

降，于是所产生的投资效应抑制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能够更大幅

度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于是基础设施投资将降低服务业相对工农业的产品价

格，而由于两个产业部门产品在消费中和在投资中的替代弹性均小于１，服务相对价

格下降将导致服务业比重下降，于是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价格效应也抑制了服务

业比重提高。

表３总结了不同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可以看出１９８１－２０１７

年整个时期，基础设施投资的价格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降低了服务业产出比重和

就业比重５７个百分点；其次影响较大的是投资效应，降低了服务业比重近５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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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收入效应虽然为正，但影响程度较小，仅提高服务业比重约 ０１个百分点

左右。

分时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从１９９０年以后才开始变得更加明

显。这一点也可以从图２更为清楚地看出。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

重的负向影响低于２５个百分点。伴随着价格效应和投资效应逐渐增强，这一负向影

响逐渐扩大，到２０００年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负向影响扩大到６个百分点左

右。到２０１０年价格效应与投资效应的影响大致相当，但２０１０年之后投资效应减弱，

价格效应成为主导因素。

表３ 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影响的不同效应 ％

时期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总效应 －１０３ －１０３ －２３ －１６ －６２ －５６ －９３ －８９

价格效应 －５７ －５７ －１７ －１２ －３９ －３５ －４９ －４６

投资效应 －４６ －４７ －１０ －０７ －２６ －２４ －４６ －４５

收入效应 ０１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２

下面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由图２和表２可知，在基础设施恒

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２０１７年劳动生产率仅比１９８１年水平提高了

１２９４倍。鉴于基准模型中２０１７年劳动生产率是１９８１年水平的２１０５倍，这意味着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达到了３３８％（即（２１０５－

１３９４）／２１０５），使得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

此处进一步分解出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的影响①。图４画出了集约边际

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的分解结果，表４给出了相关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基础

设施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３３８％的贡献中，工农业和服务业的集约边际效应的影

响分别达到了１１５％和１５９％，影响均非常显著。定量估计发现基础设施对工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小于对服务业的影响，虽然工农业就业比重始终高于服务业，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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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解过程如下。用珓ｘ表示变量ｘ在反事实模拟时的取值。根据（２４）式，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
可以分解为γ－珘γ＝（ｙ０－珓ｙ０）（１－珘）＋（ｙ１－珓ｙ１）珘＋（ｙ１－ｙ０）（－珘）。上式等号左边即为总效应，右边的第１

项和第２项分别对应在工农业的集约边际效应和在服务业的集约边际效应，第３项为广延边际效应。



施投资在工农业中的集约边际效应仍然会小于在服务业中的集约边际效应。与之相比，

劳动生产率增幅中有６４％来自广延边际效应，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了劳动生产

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就业比重，通过这一渠道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６４％，对３３８％的总

图４　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生产率的效应累积

效应的贡献率为１８９％（即６４／３３８）。

基础设施投资在工农业的集约边际效应

始终低于服务业。随着工农业就业比重逐渐

下降，服务业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基础设施投

资提高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权重减

小，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权重增

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个产业部

门中的集约边际效应的差距在扩大。虽然广

延边际效应的影响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

始由负转正，影响程度有所提高，但与集约边

际效应相比，影响始终相对有限。

表４ 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 ％

时期 总效应
工农业

集约边际效应

服务业

集约边际效应

广延

边际效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 ３３８ １１５ １５９ ６４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７４ ３７ ４８ －１１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 １８２ ７２ １０８ ０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２７４ １０３ １４５ ２５

（四）敏感性分析

下面对部分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①。参数 βｊ决定了基础设施对不同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该参数的估计结果在不同文献中有很大区别（Ｂｏｍ和 Ｌｉｇｔｈａｒｔ，
２０１４），有必要对该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首先关注基础设施对不同产业全要素生
产率影响的差异性，为此保持 β０取值为００５，将 β１取值降低到０１，即 β１与 β０的
差距缩小到００５。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机制中，价格效应依赖于基
础设施对两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的差异，这一差异越小，价格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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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敏感性分析的具体结果未报告，有需要者请联系作者。



程度也就越小。与理论模型相符，此时的价格效应低于表 ３基准模型中的价格效

应，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的总效应低于基准模型。并且，当基础

设施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降低后，服务业集约边际效应也会随之缩

小。由于此时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程度下降，广延边际效应也有所

缩小。

此外，还有必要分析基础设施对不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影响，为此把β０和

β１取值同时提高０１，β１与 β０的差距仍保持不变。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

响机制中，收入效应依赖于基础设施对两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这一影响

程度越大，收入效应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与理论相符，此时收入效应高于表３基准

模型中的收入效应，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总影响低于基准模型。但是，

由于收入效应本身在三个效应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收入效应和总效应的变化幅度也非

常有限。基础设施对两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扩大，于是无论工农业还是服

务业的集约边际效应都显著上升，从而提高了总效应。但考虑到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

变化不大，此时广延边际效应也并没有明显变化。

参数αｊ决定了不同产业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在投入产出表中工农业私人资本

的产出弹性较高，但也有研究指出农业部门数据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Ｈｏｌｚ，２００６），因

此也有必要对此进行敏感性分析。首先关注工农业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保持

α１取值为０５，将α０取值提高到０７５；之后关注服务业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保

持α０取值为０５，将α１取值提高到０７５。在两种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

重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没有明显变化。这是因为，虽然私人资本对产业结构转型的

影响取决于不同产业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差异性，但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机制并

不与其直接相关，因而变动这一参数，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变化很小。

五　进一步讨论

（一）引入通信基础设施投资

本部分把“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也纳入基础设施投资，重新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做进一步讨论。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这两个行业固定资产投

资数据分别开始于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２年，加总后作为这两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计算

这两个行业与前文三个基础设施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在数据缺失年份，把这两个

·７６·　期１１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郭凯明　王藤桥　　




行业与前文三个基础设施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的平均值乘以上文三个基础设施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估算这两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后，把这两个行业与上文三

个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总，作为新基础设施投资口径。

表５ 新口径下模型和现实数据的对比

服务业产出

比重变化

服务业就业

比重变化

消费中服务业

比重变化

投资中服务业

比重变化

劳动生产率

变化

现实数据 ２８９ ３１３ ３３６ ２００ １９７９

基准模型 ２７０ ３００ ３６５ ２０２ １９８０

基础设施恒定 ３５７ ３９０ ４３０ ２２３ １３２０

　　说明：同表２。

表６ 新口径下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影响的不同效应 ％

时期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产出

比重

就业

比重

总效应 －９１ －９２ －２１ －１６ －５６ －５２ －８５ －８２

价格效应 －４４ －４４ －１４ －１０ －３０ －２８ －３８ －３６

投资效应 －４８ －５０ －１２ －０９ －２９ －２７ －４９ －４８

收入效应 ０１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２

表７ 新口径下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 ％

时期 总效应
工农业

集约边际效应

服务业

集约边际效应

广延

边际效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 ３１７ １１３ １４６ ５８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 ７０ ３６ ４４ －１０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 １７１ ７０ １００ ０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２５８ １０２ １３３ ２４

基于新基础设施投资口径，重新构造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和校准，并采用与前文相

同的方法进行数值模拟。表５汇报了此时的模拟结果，采用新口径的基准模型依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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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拟合了服务业比重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变化也不大，

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分别抑制了服务业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９１和９２个百分点，略低于之

前的估计结果（低１个百分点左右）；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３１７％，略低于之

前的估计结果（低２个百分点左右），估计结果的变化在合理范围内。

表６和表７把新统计口径下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按

照不同时期和不同效应渠道进行了分解。与表３和表４对比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

在不同时期不同效应上的影响方向不变，影响程度的变化均在１－２个百分点左右。

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有所缩小，主要是由于价格效应减弱；对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有所缩小，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的集约边际效应减弱。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对

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依然主要显现在１９９０年以后，在工农业中的集约边际效应也始终

低于服务业集约边际效应。综合来看，前文的定量结果没有显著变化。

（二）引入广延基础设施投资

广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可能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科学

等更多行业的投资，这些行业与前文三个行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借

用Ｗｕ等（２０１９）的术语，定义前文三个行业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基础设施投资，本部

分在理论模型中进一步引入广延基础设施投资。此时，变量ＫＧ和ＩＧ分别表示核心基

础设施和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假定广延基础设施与核心基础设施相互独立，也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１）式变为：

Ｙｊ＝ＡｊＫ
βｊ
ＧＫ

ηｊ
ＨＫ

αｊ
ｊＬ
１－αｊ
ｊ （２５）

　　其中，ＫＨ表示广延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变为ＡｊＫ
βｊ
ＧＫ

ηｊ
Ｈ，参数ηｊ衡量了广延基础

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投资品分别用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ＩＧ、广延基础设

施投资ＩＨ和私人投资ＩＰ，（１１）式变为：

Ｉ＝ＩＧ＋ＩＨ ＋ＩＰ （２６）

　　广延基础设施投资用于积累广延基础设施，满足：

Ｋ′Ｈ＝（１－δＨ）ＫＨ ＋ＩＨ （２７）

　　其中，δＨ代表广延基础设施的折旧率，Ｋ′Ｈ表示下一期的广延基础设施存量。

广延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机制在理论上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没有本质区别，对产

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仍然可以分解为价格效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对生产率提高的

影响依然可以分为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

为了进行定量分析，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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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总作为广延基础设施投资①。之后，重新把服务业与工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之比的对数值对核心基础设施存量的对数值和广延基础设施存量的对

数值进行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发现此时核心基础设施对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仍大于对工农业的影响，而且二者之差扩大到０２３３。但是，广延基础设施对工农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服务业的影响，二者之差为０１５４。这些结果均在合理范

围内。基于这一结果，取工农业核心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和服务业广延基础设施的产

出弹性为００５。

按照上文步骤重新进行数值模拟。此时模型仍然能够较好地拟合服务业比重变

化和生产率提高趋势。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服务业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上升２７１个和

２９５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１９８４倍，与现实数据均相差无几。在此基础上，分

别对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和广延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反事实模拟。

表８给出了关于服务业比重变化的模拟结果，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仍被分解

为三个效应。可以看到，由于此时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两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程度之差扩大，价格效应的影响程度也扩大，导致核心基础设施投资的总效应较之前

提高，这与前文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不同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广延基础设施投资

提高了服务业比重，分别提高了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７４个和７１个百分点，这是因

为此时价格效应的影响方向变得相反。广延基础设施投资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工农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此时价格效应通过提高服务业的相对价格而提高服务业比重。

表８ 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 ％

参数环境 比重 总效应 价格效应 投资效应 收入效应

核心基础

设施投资

产出比重 －１８３ －１２７ －５７ ０１

就业比重 －１８９ －１２９ －６１ ０１

广延基础

设施投资

产出比重 ７４ ７４ －０４ ０４

就业比重 ７１ ７１ －０４ ０４

表９给出了关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到，此时核心基础设施投资

的影响有所扩大，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的影响扩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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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行业分类有所变动，且没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统计数据，为此本文尽量选择接
近于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加总。这些行业中不仅包括政府投资，也包括私人投资，但是由于这一细

分数据缺失，暂将这些行业投资都认作是广延基础设施投资。



的，这与前文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相比，广延基础设施投

资同样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工农业的集约边际效应影响最大。由于此时广延基

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服务业比重，广延边际效应的影响变为负数，但并不起主导作用①。

表９ 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 ％

总效应
工农业

集约边际效应

服务业

集约边际效应

广延

边际效应

核心基础设施 ４９９ ９５ ２８６ １１８

广延基础设施 ３７８ ３８８ ３４ －４４

六　总结与政策讨论

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本文从理论和定量角

度详细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从

价格效应、投资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渠道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从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

际效应等渠道影响生产率提高。本文发现１９８１－２０１７年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中国服

务业比重１０个百分点左右，但使得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基础设施投资对宏观经济供给侧也可以产生积极作用，具体有

以下两点政策启示。第一，中国应当依靠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仅为发达国家的２０％－３０％，高投资率

仍然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中比

重较高，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产业外溢性，在全行业都能显著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失速，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显著增

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会缺少有力支撑。

第二，中国应当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

础设施不仅包括交通运输、电力供应、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和民

生基础设施。本文研究表明，不同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广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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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还对核心基础设施中三个行业的投资进行了分类量化模拟，也讨论了模型投资率内生的情形，限于

篇幅未报告，有需要者请联系作者。



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促进服务业发展。因此，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有利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５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在一些行业内对传统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替

代性，产业内产品替代弹性较高意味着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促进产业内部新型生产方

式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从而推动产业内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更

多依赖于工农业，环境、文化、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基础设施将更多依赖于服务业特

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投入。本文研究表明，来源上服务业占比更高的民生基础设施投资

能够扩大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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